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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与稳定出口

项松林
*

摘要: 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和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理论模型，本文认为转
型国家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的原因与其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

越多，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大、扩展边际越小。利用 Tobit模型对 1995 － 2009 年中国出
口到 123 个国家的 HS －6 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的效
应确实存在。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人民币升值、区域经济一体化、外部冲击、语言的相通
性、政治体制等变量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不完全相同，表明要提高出口增
长中的扩展边际比重，出口企业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将目标市场从传统高收入国家转

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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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历了出口的持续繁荣。1991 － 1999 年，出口以年均 23． 1%的速度增长，是同期
世界总出口增长速度的 3． 7 倍。进入新世纪后，2000 － 2007 年的年均出口增长速度更是高达 24． 8%。金融
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出口大幅减少，2009 年的出口额比 2008 年下降了 18． 3%，暴露了出口贸易抗击外部冲
击的脆弱性。虽然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稳出口、扩进口、减顺差”，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
度，但深入了解我国出口增长波动的原因，仍是稳定出口、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理解我国出口波动的深层次原因需要从微观结构上考察出口产品的结构变化。使用 CEPII BACI 数据

库统计的中国出口到 123 个国家或地区的 HS －6 位码贸易数据，以 1995 年为基期，比较 1996 年以来中国商
品的出口情况，可以将所有出口产品划分为三类:老产品( 1995 年出口的商品、1996 年以后仍然出口) ;新产
品( 1995 年没有出口的商品、1996 年以后成功出口) ; 消失产品( 1995 年出口的商品、1996 年以后退出出口
市场) 。1995 － 2009 年，我国以老产品和新产品方式出口的产品种类占总出口的 43． 3%和 56． 7%，但老产
品的出口产值占总出口的 83． 3%，而新产品仅占 16． 7%，老产品对我国出口增长的作用远大于新产品。与
1995 年相比，中国每年大约有 23． 0%的产品会从出口市场中退出，但这些消失产品的价值只占总出口的
1． 7%，对我国稳定出口增长的作用有限。

Chaney( 2008) 、Arkolakis等( 2008) 将老产品和新产品对出口增长的作用划分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
种。集约边际是指增加老产品出口量的出口增长方式，而扩展边际是指增加新产品出口种类的出口增长方
式。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源自老产品的出口扩张表明:集约边际对我国出口增长
的作用远大于扩展边际，中国出口的微观商品结构具有以少数老产品大量出口的特征。
这种固化在以少数老产品大量出口的出口增长方式不仅会给进口国造成“倾销”的假象、导致涉华贸易

摩擦增加，而且也极易遭受外部冲击，导致出口的大幅波动。相反，如果中国的出口能实现以大量新产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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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出口，那将增加贸易品的范围而不仅是贸易量，有利于中国提升多元化的生产结构，实现出口贸

易的稳定发展。中国目前的出口产品结构已经对其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交往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学术
界也就如何实现出口稳定增长而又不引起大的贸易顺差和贸易伙伴国的不满展开了研究。这也是本文力求
从异质性企业的分析框架出发，在微观层面上探求实现中国出口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及二元边际相关文献进行评述;第三部分建立异

质性企业、结构转型和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理论模型;第四部分介绍实证分析的经验模型、数据来源和处理
方法;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和分析;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出口中出现老产品、新产品和消失产品的原因与生产企业的生产率存在差异
有关。Melitz( 2003) 将生产的固定成本作为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条件，出口的固定成本作为企业进入出口
市场的条件，认为企业的出口行为存在自我选择机制: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出口;中等生产率的企业只能在国

内市场销售;生产率最差的企业退出市场。Bernard、Redding和 Schott( 2007) 从要素禀赋存在差异入手，认为
企业的异质性对比较优势和资源的产业间再分配具有重要影响。Amiti 和 Davis( 2008) ，Kasahara 和 Lapham
( 2008) 扩展了存在中间产品贸易的异质企业模型，认为进口中间产品的企业，其规模和市场份额更大，从而
解释出口企业大量进口中间产品的客观事实。Bernard、Jensen 和 Schott( 2006 ) ，Eckel 和 Neary( 2010 ) 在分
析企业生产多种最终产品时，认为生产率越高的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越多，企业出口的产品比国内市场销

售的产品具有更强竞争力等问题。Constantini 和 Melitz( 2007) ，Atkeson 和 Burstein( 2010) 认为随着贸易自
由化预期的增强，企业会不断地采用新技术进行生产，实现生产率的内生化增长。
异质企业贸易理论非常乐观地向我们展示出提高企业生产率对稳定出口的影响，并且不少实证研究也

证实了这种现象存在于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中。然而，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针对经济发达国家的，很少涉及
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系统研究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理论对企业微观数据要求较为严格，以至于
进行经验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微观数据较为全面的经济发达国家。
分析国家间贸易水平与国家规模、经济距离等相关关系的实证模型中，引力模型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个。

为将异质性贸易理论同引力模型结合起来，Chaney( 2008) 、Arkolakis 等( 2008) 在引入企业生产率的 Pareto
分布后，建立了一个包含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在内的二元边际引力模型。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并不陌生，比
如:传统贸易理论将现有产品的出口扩张作为出口增长的唯一源泉，也就是认为集约边际是一国出口增长的

主要动力;而新贸易理论突出强调了增加出口产品种类对出口增长的重要作用，等价于认为一国的出口增长

主要源自扩展边际。不同的是，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给引力模型注入了新的内容，认为一国的出口增长
是通过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共同实现的( 钱学锋，2008) 。
虽然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共同影响一国的出口增长，但它们在遭受外部冲击时，对稳定出口的作用不

同。集约边际是增加老产品出口量的出口增长方式，极易遭受外部冲击而导致出口大幅波动。扩展边际是
增加新产品种类的出口增长方式，增加的将是贸易品的范围而不仅是贸易量，即使面临外部冲击，也能较好

实现出口贸易的平稳发展。
国外关于二元边际实证研究文献较多，按照 Chaney( 2008 ) 的两个重要结论: 扩展边际在一国的总出口

中占主导地位和贸易自由化仅对扩展边际起作用，可以将这些实证文献分为两类。
关于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谁占主导作用的第一类问题，实证研究文献给出了不同的结论。Amiti 和

Freund( 2007) 使用 HS －10 位码的中美贸易数据，认为自 1992 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源自集约
边际。钱学锋( 2008) 选用中美、中日、中德、中澳、中韩、中俄和中印的 2003 － 2006 年间的贸易数据，认为中
国的出口扩张也主要源自集约边际。钱学锋和熊平( 2010) 进一步采用中国 1995 － 2005 年 HS － 6 位码贸易
数据，同样得出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结论。不仅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边际，很
多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Amurgo － Pacheco 和 Pierola( 2008 ) 以部分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得
出这些国家 86%的出口增长来源于集约边际的结论。与上述集约边际占主导作用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对于
转型完成国家的实证文献大多认为扩展边际占主导，例如，Kang( 2004) 使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出口数据，发
现它们的出口增长中，扩展边际的作用大于集约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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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贸易自由化是否仅影响扩展边际的第二类问题，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是贸易自由化既显著影响扩

展边际，也对集约边际起作用。例如，Frensch( 2010) 认为欧洲新兴经济体实施贸易自由化后，贸易量主要沿
扩展边际调整; Felbermayr 和 Kohler ( 2007 ) 认为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主要是通过扩展边际促进贸易发展
的; Hillberry 和 McDaniel( 2002) 认为 NAFTA实施后，扩展边际显著地促进了墨西哥和美国的出口增长。但
是，贸易自由化也影响着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比如，Amurgo － Pacheco 和 Pierola( 2008 ) 就注意到贸易成本
的下降同时有利于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
虽然 Chaney( 2008)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引力模型方程，但其主要结论并未被上述经验研究文献所证

实。本文将使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变量，拓展 Chaney( 2008 ) 二元边际模型，在理论上说明贸易自由化
同时影响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原因。同时，使用这一拓展模型可以解释像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为什么长
期存在以集约边际为主的出口增长方式及如何提高转型国家出口增长中的扩展边际比重，促进出口贸易的

平稳发展。

三、理论模型

假定存在两个非对称的国家:本国 H和外国 F( 文中上标 H、F是用来区分本国和外国相关变量的不同，
没有标注这些上标的变量在两国相同) 。本国是发展中转型国家，外国是经济发达国家。两国只存在两个
产品部门:农业部门 A和工业部门 M。农业部门生产一种不可贸易的同质农产品，工业部门生产可贸易的 N
( N≥1 ) 种制成品，且不同企业生产的制成品具有水平差异。消费者消费 qA个单位的农产品和 Ci ( i = 1，
2，…，N) 个单位的制成品使用 Cobb － Douglas函数表示，消费制成品 i 不同品种用 CES 效用函数表示，总效
用函数为:

lnU = α0 lnqA + ∑
N

i = 1
αi lnCi，Ci = ∫ ω∈Ωi

qi ( ω)
( σi － 1) /σid( )ω σi / ( σi － 1) ( 1)

其中，αi ( i = 0，1，2，…N) 表示消费第 i种商品占总收入的比重，∑
N

i = 0
αi = 1; σi ＞ 1表示产品 i不同品种之

间的替代弹性。
假定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生产只投入劳动要素，且劳动力的总供给 Lm ＞ 1( m = H，F) 固定不变。由

于本国是正在经历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存在隐性失业问题。根据王泽填和姚洋( 2009) 的农
业不是自主地选择其劳动力雇佣数量、而是被动地接受非农产业不能接受的所有劳动力的假定，本文设定农
业部门的产出函数为:

lnqHA = lnφH
A + μlnLH

A ( 2)
其中，φA 表示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0 ＜ μ≤ 1为农业部门的劳动产出弹性。0 ＜ μ ＜ 1表示既定农业

生产率下，结构转型的本国，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增加1倍，产出增长的比率小于1。也就是，当本国农业部门存
在隐性失业时，农业部门实际投入的劳动力要素大于生产同等数量农产品所需的最少劳动力。本国农业剩余
劳动力完全转移后，农业部门的产出函数与经济发达国家相同:

lnqmA = lnφm
A + lnLm

A ( m = H，F) ( 3)
假定农业部门的生产是完全竞争的，且规模报酬不变。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名义工资等于边际劳动产出，

则:

WH
A = μφH

A ( L
H
A )

μ－1PH
A，W

F
A = φF

AP
F
A ( 4)

为方便计算，设定两国农产品的价格均为 1，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为 1，本国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为
wH

A = μ ( LH
A )

μ－1，外国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为 wF
A = 1。由于 0 ＜ μ ＜ 1，本国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低于外国农

业部门。随着本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工业部门流动，实际工资逐渐上涨，直到转型结束( μ = 1) 时，两国
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完全由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异决定。
工业部门的生产是垄断竞争的，且规模报酬递增。根据Melitz( 2003) 的分析，企业生产第 i种制成品的一

个品种 ω，供给市场的销售量 qi ( ω) 和销售收入 ri ( ω) 分别为:

qi ( ω) = Ci［pi ( ω) /Pi］
－σi，ri ( ω) = Ri［pi ( ω) /Pi］

1－σi，i = 1，2，…N ( 5)
其中，Ri 表示第 i种工业制成品的销售收入，等于一国国民收入的 αi 倍，即 αiY( Y 为总收入) ; P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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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Ωpi ( ω) 1－σid[ ]ω 1 / ( 1－σi)

，表示第 i种制成品的价格指数; pi ( ω) 为该种制成品 ω的市场价格。

若制造业企业进行生产时存在固定成本 f，则生产 qi ( φ) 个单位的工业制成品所需劳动投入为: Li ( φ) =
f + qi ( φ) /φ。假定制造业行业的名义工资为 Wi，根据垄断竞争的定价法则，则品种 ω的国内价格为 pi ( ω) =
σiWi /［( σi － 1) φ］( φ为企业生产率) 。
若企业出口，则存在固定贸易成本 fx和可变贸易成本 τ。可变贸易成本采用冰山成本形式:出口 τ ＞ 1个

单位的产出只能有 1 个单位到达国外市场。由 CES 效用函数的加成原理，品种 ω 的出口价格为 pi ( ω) =
τpi ( ω) ，相应的生产成本为 ci，x ( φ) = fx + Wiτqi ( φ) /φ。以上工业部门的生产条件适用于本国和外国，下面重
点关注作为转型国家的本国企业情况。
根据( 5) 式，本国企业出口制成品 ω的收入( 出口额) 为:

xHi ( ω) = rHi，x ( ω) = RF
i ［p

F
i，x ( ω) /P

F
i］

1－σi = αiY
F［pFi，x ( ω) /P

F
i］

1－σi ( 6)

将 pFi，x ( ω) = τσiW
H
i /［( σi － 1) φ］、cHi，x ( φ) = f H

x + WH
i τq

H
i ( φ) /φ和 rHi，x ( ω) = pFi，x ( ω) × qHi ( ω) 代入企业

的利润公式 πH
i，x ( ω) = rHi，x ( ω) － cHi，x ( φ) 中，本国企业的出口利润为:

πH
i，x ( ω) = ( αiY

F /σi) { ［σi / ( σi － 1) ］τWH
i / ( φP

F
i ) ］}

1－σi － f H
x ( 7)

定义 πH
i，x ( ω) = 0 为企业出口的零利润条件( ECP) ，对应的零利润生产率 φH*

x 为:

φH*
x = ［σi / ( σi － 1) ］( σi /αi )

1 / ( σi －1) ( τWH
i /P

F
i ) ( f

H
x /Y

F ) 1 / ( σi －1) ( 8)

同样，定义 πH
i，d ( ω) = 0 为企业仅在国内市场销售的零利润条件( ZCP) ，对应的零利润生产率 φH*

d 为:

φH*
d = ［σi / ( σi － 1) ］( σi /αi )

1 / ( σi －1) ( WH
i /P

H
i ) ( f

H /YH ) 1 / ( σi －1) ( 9)

令 Λ≡ ( τPH
i /P

F
i ) ( Y

H /YF ) 1 / ( σi －1) ( f H
x / f

H ) 1 / ( σi －1) ，则φH*
x = ΛφH*

d 。只要出口的固定成本相对于生产的固

定成本足够大，就有Λ ＞ 1成立。于是，生产率高于 φH*
x 的企业出口，低于 φ

H*
d 退出国内市场，处于 φ

H*
d 和 φ

H*
x

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
由 Melitz 和 Ottaviano( 2008) ，Chaney( 2008) ，Arkolakis等( 2008) 分析:当企业生产率服从 Pareto 分布

时，其累计分布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分别为: G( φ) = 1 － ( φmin /φ)
k、g( φ) = kφk

minφ
－ ( k+1) ，φ ∈［φ*

d ，μ) 。其
中，φmin 为生产率的下界，参数 k( k + 1 ＞ σi ) 决定 Pareto分布的峰度。

若本国生产企业的个数为MH
i ，对本国成功出口第 i种工业制成品的企业进行加总，可以得到该种工业制

成品的总出口为:

XH
i = 1 － G( φH*

x )

1 － G( φH*
d

( )) MH
i ∫

μ

φH*x
xHi ( ω)

g( φ)
1 － G( φH*

x )
dφ

←
扩展边际

→ ←
集约边际

→
( 10)

( 10) 式中的总出口被分解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乘积。扩展边际( EM) 实际上是由成功进入市场的
新企业决定。如果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差异化产品，那么总出口的扩展边际就是这些企业出口的新产品，反
映了出口多样化的特点。与扩展边际不同，集约边际( IM) 是企业出口的老产品，反映了总出口中已经出口的
产品在数量上的增长。
由于生产企业的数量与本国经济规模成正比，即MH

i = λYH = λLHWH
成立。当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

时，由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是由边际产品等于边际成本确定，而是由农业部门的

最低工资确定，也就是WH = wH
A = μ ( LH

A )
μ－1成立。将它们代入( 10) 式，并结合( 8) 式和( 9) 式以及生产率的

Pareto分布，扩展边际为:
EMH

i = ［PF
i / ( τP

H
i ) ］( f

H / f H
x )

1 / ( σi －1) ( YF /YH ) 1 / ( σi －1) λμLH ( LH
A )

μ－1 ( 11)
通过公式( 11) 可以发现: ( 1) 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下降，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增加，贸易自由

化有助于本国实现出口产品的多样化。( 2) 外国相对于本国的经济规模越大( YF /YH
增加) ，越有利于本国出

口增长中的扩展边际增加。( 3) 本币贬值( 直接标价法的实际汇率 PH
i /P

F
i 上升) 对本国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

起反向作用。这是由于货币贬值给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出口企业提供了无形的保护，不利于企业进行研发投
入、提高生产率、出口新产品。相反，本币升值有利于提高出口增长中的扩展边际，这与项松林( 2010) 从跨期
的角度说明汇率对贸易余额的影响由预期决定的观点相一致。( 4) 转型国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越多，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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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中的扩展边际越小。扩展边际与农业剩余劳动力呈反向变化关系。
使用 Ω*
表示本国成功出口第 i种工业制成品的企业集合，则外国消费者消费该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指数

PF
i 是进口本国产品的价格指数和外国国内企业生产相同产品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

PF
i = ∫ω∈Ω*

pFi，x ( ω)
1－σidω + ∫ω∈Ω

pFi，d ( ω)
1－σid[ ]ω 1 / ( 1－σi)

( 12)

利用( 8) 和式( 9) 式的 Pareto分布，计算出 PF
i = γi ( Y

F ) ( 1 / k－1) / ( σi －1) ηi，其中: γ
k
i = ［k / ( k + 1 － σi) ］×

［σi / ( σi － 1) ］－k ( σi /αi )
1－k / ( σi －1) ，ηk

i = MH
i ( τW

H
i )

－k ( f H
x )

1－k / ( σi －1) + MF
i φ

k
min ( W

F
i )

－k ( f F ) 1－k / ( σi －1)。再将 Pareto

分布、( 6) 式和 PF
i 代入( 10) 式中，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为:

IMH
i = μi［τμ ( L

H
A )

μ－1 /ηi］
－kYF ( f H

x )
1－k / ( σi －1) ( 13)

其中，μi = kαi / ( k + 1 － σi) ［σi / ( σi － 1) ］－k ( σi /αi )
1－k / ( σi －1) γk

i ( φ
H*
x )

k
为常数，ηi为双边阻力。( 13) 式

的集约边际具有以下性质: ( 1) 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越多，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大。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出
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成正比，与扩展边际成反比，说明转型国家的出口增长存在以集约边际为主的必然趋势。
( 2) 固定贸易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下降，都能促进集约边际增加。( 3) 贸易伙伴国的绝对规模越大，集约边
际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上述的两国模型，很容易扩展为多国模型。与 Chaney( 2008) 模型相比，本文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贸易

自由化既影响扩展边际，又影响集约边际;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不利于扩展边际，

从而在理论上解释了转型国家的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的原因。当转型国家完成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劳
动力的定价法则将重新回到边际产品等于边际成本上来，老企业出口老产品的价格优势不再明显，扩展边际在

出口增长中的作用会明显加快。这一点也在转型相对完成的新兴工业国家的出口增长中得到了证实。

四、实证模型、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一) 实证模型

对方程( 11) 和( 13) 取其自然对数，本文的实证模型为:
lnEMH

i，t = a0 + a1 ln( P
F
i，t /P

H
i，t ) + a2 lnL

H
A，t + a3 ln( Y

F
t /Y

H
t ) + a4 lnτ

H
t + a5 lnf

H
x，t + εt ( 14)

lnIMH
i = b0 + b1 lnL

H
A，t + b2 lnY

F
t + b3 lnτ

H
t + b4 lnf

H
x，t + ξt ( 15)

其中，t表示时间; aj ( j = 0，1，…，5) 、bj ( j = 0，1，…，4) 为待估计的参数; εt、ξt 为误差项;其他变量的含义
与前文相同。由理论模型的分析结论，预测各待估计参数的符号为: a1 ＞ 0，a2 ＜ 0，a3 ＞ 0，a4 ＜ 0，a5 ＜ 0; b1 ＞ 0，
b2 ＞ 0，b3 ＜ 0，b4 ＜ 0。
(二) 变量的选择、数据来源与处理
计量方程( 14) 和( 15) 中的变量涉及到我国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实际汇率、农业部门的剩

余劳动力、经济规模、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等。
1．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 lnEM、lnIM)
借鉴 Amiti 和 Freund( 2007) 的方法，定义 vtij 为时期 t中国出口到国家 j的商品 i价值。分别使用 IEt0 =

1 表示时期 t继续出口时期 0的老产品; IDt0 = 1表示时期 t不出口时期 0的消失产品; INt0 = 1表示时期 t出
口而时期 0 不出口的新产品，可以将时期 t相对于时期 0 的出口变化率分解为:

∑
i
vtij －∑

i
v0ij

∑
i
v0ij

=
∑

i
vtij ( IEto ) －∑

i
v0ij ( IEto )

∑
i
v0ij

－
∑

i
v0ij ( IDto )

∑
i
v0ij

+
∑

i
vtij ( INto )

∑
i
v0ij

( 16)

( 16) 式右边的第一项为时期 0 和时期 t都出口的老产品变化率( 集约边际) 、第二项为时期 0 出口而时
期 t不出口的消失产品变化率、第三项为时期 0 不出口而时期 t出口的新产品变化率( 扩展边际) 。将 1995
年看成是基期 0，对中国 1996 － 2009 年向某一国家或地区 j出口的 HS － 6 位码商品与 1995 年进行比较，确
定每种出口商品的老产品、新产品和消失产品身份，再进行加总就可以得到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了。由于中国与少数国家在某些年份存在零贸易现象，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取 ln( 1 + EM) 或 ln( 1 + IM) 代
入计量方程。1995 － 2009 年中国出口到 123 个国家或地区的 HS －6 位码贸易数据来源于 CEPII BACI 数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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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际汇率( ln( PF /PH) )

在 IMF测算的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基础上，使用甘道尔夫( 2001 ) 计算成对货币汇率的方法，确定中
国与 123 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汇率。为保证与上述数据的一致性，也是用 ln ( 1 + PF /PH ) 代入计量方程。
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来源于 IMF。

3．结构转型( ln( L /N) )
我国结构转型变量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总量的比重表示。国内估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

献较多，但由于使用数据和处理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蔡昉，2010 ) 。众多估计方法中，蔡昉
和王美艳( 2007) 的“反设事实法”不仅为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新的见解，得出的结论也与农业普查的
结果相符。本文使用他们的方法估算 1995 － 2009 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也考虑三种方案: ( 1 ) 每年按
250 个工作日估算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 2) 每年按 300 个工作日估算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 3) 每年按 320 个工
作日估算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反设事实法”估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农业劳动力总量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4．经济规模( ln( YF /YH) 、lnYF )

经济规模采用人均国民收入表示。中国和 123个贸易伙伴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来自于联合国统计数据库。
5．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 lnτ、lnfree)
可变贸易成本使用中国与贸易伙伴国首都之间的距离表示，数据来源于 CEPII BACI 国际贸易数据库。

固定贸易成本采用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0 年出版的涵盖商务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规模、货
币自由等 9 方面的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评价得分与中国的百分比表示。

6．其他控制变量
( 1) 外部冲击。1995 － 2009 年中国对外贸易主要遭受到三次典型的外部冲击，分别为: 1998 年的东南

亚金融危机、2001 年的世界经济温和衰退、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用虚拟变量 Shock 表示外部冲击，则
1998 年、2001 年、2008 年的 Shock = 1，其他年份 Shock = 0。
( 2) 区域一体化。使用虚拟变量 Contig = 1 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签订了区域一体化的协定，否则

Contig = 0。区域一体化的数据来源于 The CEPII Gravity Dataset。
( 3) 语言的相通性。两国会使用一种语言人数的增加，双边贸易的交流信息成本下降，贸易量将增加。

使用虚拟变量 Comlang = 1 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会说一种共同语言的人口至少占总人口的 9%，否则
Comlang = 0，数据也来源于 The CEPII Gravity Dataset。
另外，为考察不同政治体制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本文还使用虚拟变量 Cpolitics = 0 表示中国与贸易伙

伴国之间曾有过相同的政治体制结构，否则，Cpolitics = 1。样本中，曾与中国具有相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主要
是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存在不少零点，可以采用 Tobit模型处理这类存在零点的设限数据。虽然 Tobit 模
型估计出的原始系数没有特定的经济含义，但其参数估计值会随被解释变量非零值的增加而趋向于 OLS 的
参数估计值。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被解释变量都是非负的，T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与 OLS 相同( 伍
德里奇，2003) 。对中国出口的 HS －6 位码贸易数据按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加总后，左设限的零贸易数据占
总数据的比重不超过 7%，因此，本文 Tobit模型的参数估计值与非设限数据的 OLS 估计系数具有很接近的
经济含义。另外，如果设限数据存在异方差，T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不再是一致估计量。为检验模型的稳健
性，本文先使用( 14) 式和( 15) 式的基本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再估计，用以判断估计结
果是否稳健。估计结果见表 1 和 2。
全部国家 1 表示基本模型的 Tobit估计结果，全部国家 2 表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后面的四个

模型是按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分类后的估计结果。“250”、“300”、“320”分别表示使用
每年 250、300 和 320 个工作日计算的 ln( L /N) 估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首先，三种方案计算的转型变量
对模型的系数符号没有影响，但以每年 320 个工作日计算的 ln( L /N) ，其估计结果具有更好的统计性质，所
以剩余模型的转型变量均使用每年 320 个工作日计算的结果表示;其次，中国向所有样本国家出口的集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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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和扩展边际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与不加入控制变量时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满意。

表 1 集约边际的 Tobit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全部国家 1 全部国家 2 高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

250 300 320 320 320 320 320 320

常数项
－ 11． 67＊＊＊
( － 5． 21)

－ 22． 48＊＊＊
( － 9． 91)

－ 25． 39＊＊＊
( － 11． 22)

－ 28． 28＊＊＊
( － 12． 80)

－ 42． 16＊＊＊
( － 11． 64)

－ 26． 45＊＊＊
( － 5． 06)

－ 21． 30＊＊＊
( － 4． 42)

－ 13． 13＊＊＊
( － 2． 33)

ln( L /N) 0． 38＊＊＊
( 7． 05)

0． 64＊＊＊
( 11． 89)

0． 70＊＊＊
( 13． 26)

0． 73＊＊＊
( 14． 22)

0． 67＊＊＊
( 8． 76)

0． 63＊＊＊
( 5． 60)

0． 70＊＊＊
( 6． 42)

0． 72＊＊＊
( 6． 00)

ln( YF ) 0． 24＊＊＊
( 11． 59)

0． 18＊＊＊
( 7． 66)

0． 19＊＊＊
( 8． 07)

0． 15＊＊＊
( 6． 75)

0． 29＊＊＊
( 3． 86)

0． 30＊＊＊
( 3． 34)

0． 13
( 1． 64)

0． 18
( 1． 16)

lnτ － 0． 31＊＊＊
( － 5． 31)

－ 0． 32＊＊＊
( － 5． 60)

－ 0． 32＊＊＊
( － 5． 69)

－ 0． 26＊＊＊
( － 3． 71)

1． 17＊＊＊
( 8． 16)

－ 0． 16
( － 1． 21)

－ 0． 69＊＊＊
( － 5． 08)

－ 1． 21＊＊＊
( － 8． 03)

lnfree 1． 81＊＊＊
( 3． 40)

1． 44＊＊＊
( 2． 76)

1． 31＊＊＊
( 2． 56)

2． 14＊＊＊
( 4． 37)

5． 76＊＊＊
( 4． 83)

3． 90＊＊＊
( 4． 19)

－ 1． 03
( － 1． 15)

－ 2． 06＊＊＊
( － 2． 26)

Contig 0． 23*

( 1． 85)
0． 88＊＊＊
( 4． 64)

2． 74＊＊＊
( 9． 90)

－ 0． 26
( － 0． 96)

－ 0． 60*

( － 1． 82)

Comlang 0． 21
( 1． 28)

1． 13＊＊＊
( 5． 37)

0． 82＊＊＊
( 2． 68)

－ 0． 53
( － 1． 26)

Shock － 0． 27＊＊＊
( － 3． 96)

－ 0． 21＊＊
( － 2． 23)

－ 0． 23*

( － 1． 71)
－ 0． 26
( － 0． 96)

－ 0． 29＊＊
( － 2． 03)

Cpolitcs 1． 34＊＊＊
( 14． 93)

0． 43＊＊＊
( 2． 63)

2． 97＊＊＊
( 15． 73)

1． 81＊＊＊
( 9． 14)

－ 0． 30
( － 1． 35)

Log
Likelihood － 3045． 58 3002． 06 － 2986． 15 － 2868． 18 － 684． 29 － 610． 53 － 775． 96 － 586． 70

Pseudo R2 0． 03 0． 04 0． 05 0． 09 0． 16 0． 18 0． 09 0． 09
Obs 1845 1845 1845 1845 540 420 495 390
左设限 Obs 50 50 50 50 4 18 22 6

注:( 1) 250、300、320 表示每年按 250、300、320 个工作日计算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所占比重; ( 2) ＊＊＊、＊＊、* 分别表示 1%、
5%、10%显著通过检验; ( 3) 括号内为 t值，下同。

表 2 扩展边际的 Tobit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全部国家 1 全部国家 2 高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

250 300 320 320 320 320 320 320

常数项
4． 95＊＊＊
( 2． 18)

7． 95＊＊＊
( 2． 37)

11． 81＊＊＊
( 5． 01)

14． 77＊＊＊
( 6． 09)

22． 88＊＊＊
( 5． 32)

10． 38＊＊
( 2． 28)

3． 04
( 0． 67)

6． 03
( 1． 34)

ln( PF /PH )
0． 04
( 1． 20)

0． 03
( 1． 03)

0． 03
( 1． 01)

0． 03
( 0． 89)

0． 16＊＊
( 2． 84)

－ 0． 28＊＊＊
( － 4． 46)

0． 10
( 1． 35)

0． 05
( 0． 85)

ln( L /N) － 0． 19＊＊＊
( － 3． 65)

－ 0． 12＊＊＊
( － 2． 20)

－ 0． 21＊＊＊
( － 3． 91)

－ 0． 28＊＊＊
( － 5． 11)

－ 0． 11
( － 1． 18)

－ 0． 15
( － 1． 45)

－ 0． 09
( － 0． 86)

－ 0． 16
( － 1． 54)

ln( YF /YH ) － 0． 54＊＊＊
( － 13． 41)

－ 0． 52＊＊＊
( － 12． 92)

－ 0． 51＊＊＊
( 12． 77)

－ 0． 48＊＊＊
( － 11． 82)

－ 1． 34＊＊＊
( － 12． 76)

－ 1． 10＊＊＊
( － 7． 20)

－ 1． 67＊＊＊
( － 7． 35)

－ 6． 35＊＊＊
( － 11． 27)

lnτ 0． 11*

( 1． 82)
0． 11*

( 1． 77)
0． 10*

( 1． 76)
0． 11
( 1． 48)

－ 0． 80＊＊＊
( － 4． 16)

0． 34＊＊
( 2． 42)

0． 46＊＊＊
( 3． 35)

0． 36＊＊
( 2． 49)

lnfree 0． 53
( 1． 01)

0． 39
( 0． 74)

0． 33
( 0． 62)

0． 07
( 0． 13)

－ 6． 83＊＊＊
( － 4． 27)

－ 2． 13＊＊
( － 2． 11)

1． 53*

( 1． 70)
2． 11＊＊
( 2． 44)

Contig 0． 16
( 1． 18)

－ 1． 03＊＊＊
( － 4． 08)

－ 0． 45
( － 1． 51)

0． 18
( 0． 63)

－ 0． 09
( － 0． 30)

Comlang － 0． 37＊＊
( － 2． 07)

－ 0． 71＊＊
( － 2． 48)

－ 0． 42
( － 1． 32)

－ 0． 36
( － 0． 92)

Shock 0． 42＊＊＊
( 5． 62)

0． 21*

( 1． 65)
0． 39＊＊
( 2． 82)

0． 38＊＊
( 2． 78)

0． 27＊＊
( 2． 00)

Cpolitcs － 0． 21＊＊
( － 2． 15)

0． 76＊＊＊
( 3． 54)

－ 0． 50＊＊
( － 2． 59)

0． 19
( 1． 00)

0． 33
( 1． 58)

Log
Likelihood － 3045． 51 － 3049． 73 － 3044． 56 － 3023． 57 － 833． 37 － 641． 56 － 785． 17 － 566． 59

Pseudo R2 0． 05 0． 04 0． 05 0． 05 0． 15 0． 08 0． 05 0． 11
Obs 1842 1842 1842 1842 540 419 494 389
左设限 Obs 124 124 124 124 36 28 34 26

1．结构转型对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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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L /N) 显著正向影响我国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负向影响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一方面符合本文的理
论预期，另一方面说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造成出口增长以集约边际为主的重要

原因。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经济的发展，出口导向型外贸企业与生产同类产品的外国企业在国
外市场上激烈竞争。如果不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将会存在不少出口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然而，我国二
元经济结构决定了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下降，使得一些生产率不符合出

口条件的老企业也具有价格上的竞争优势，继续出口，集约边际随之扩张。老产品的成本优势降低了企业进
行产品创新的动力，出口新产品的扩展边际减小。因此，对于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型国家来说，出
口以集约边际形式的增长将是一种常态，也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2．经济规模对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影响
绝对经济规模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符合本文理论模型的预期。进口国经济规模越大，为

我国老产品出口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容量和消费潜力，集约边际随之增加。但是，相对经济规模显著负向
影响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同理论预期的结论完全相反。可能的原因是:从供给方面，新产品相对于老产品
而言，成功出口到国外市场的进入成本相对较高，进入壁垒较大;从需求方面，由本地市场效应，新产品成功

进入国外市场的前提是在国内具有较大的消费需求。虽然我国的内需不断扩大，但真正由国内需求引领国
际需求的新产品很少，扩展边际随之下降。

3．贸易成本对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影响
在全部样本中，可变贸易成本显著负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符合理论模型的分析，而可变贸易成

本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与理论预期结论不符( 全部国家 1) 。进一步分析各个国家类型后，可
变贸易成本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与理论分析也不同。高收入国家的可变贸易成本增加，显著增加
我国出口的集约边际、减少出口的扩展边际，而中低收入国家的可变贸易成本增加，显著减少出口的集约边
际、增加出口的扩展边际。我们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衡量可变贸易成本的距离造成的。高收入国家多
集中在欧美，与我国首都的距离较远。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使得我国出口到这些高收入国家的产品多
以劳动密集型的老产品为主，距离越远，老产品的出口越多，新产品的出口越少。中低收入国家多集中在亚
非，距离我国较近，出口的产品多为技术密集型的新产品，出现老产品出口减少、新产品出口增多的现象。
针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固定贸易成本减少( lnfree是衡量贸易自由度的变量，该值越大，固定贸易

成本越小) 显著负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说明降低固定贸易成本有利
于增加我国尚未出口的新产品成功出口到这些国家。

4．实际汇率对扩展边际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能提高我国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 除中高收入组外) ，符合理论预期结论。分国家类型后，

针对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商品而言，人民币升值将打破低效率的老产品继续出口，鼓励企业研发和生产新产

品出口到这些国家。虽然人民币升值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新产品出口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中高收入国家呈显
著负相关关系。因此，在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为保持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应对服务于不同国家
的出口企业采取不同的扶持政策:鼓励出口到欧美市场的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增加新产品出口，提高我

国的贸易利得和福利水平。
5．控制变量对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影响
区域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变量对中国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存在差异。对全部样本国

家，区域一体化变量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 显著) 和扩展边际( 不显著) ，表明通过签订区域经济一

体化协定，对已经出口的老产品和尚未出口的新产品都有促进作用。划分国家类型后，与高收入、中高收入
国家签订区域一体化协定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似乎表明:即使高收入国家与
我国签订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也会表现出保守性和局限性，仅有利于老产品出口的扩展而不利于新产

品出口的扩大;与中低收入国家签订区域一体化协定，负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正向影响扩展边际
( 虽不显著) ，说明中低收入国家对我国生产的新产品有较大需求，签订减少关税壁垒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将

增加一些尚未出口的新产品出口;与低收入国家签订区域一体化协定，既不利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又不

利于扩展边际，表明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国家与我国的贸易互补性并不强，即使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对稳

定中国出口的作用也不大。不同类型国家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对我国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影响
不同，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注重与中低收入国家保持良好的对外经贸关系，有助于成功实现我国的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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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稳定中国的出口增长需将关注点从传统的收入较高国家转到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
语言的相通性。中国与进口国会说一种共同语言人数的增加，对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有促进作用( 低

收入国家除外) ，而对扩展边际有排斥作用。
外部冲击。外部冲击不利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有利于扩展边际，说明危机正是酝酿我国出口增长由

集约边际向扩展边际调整的好时机。
是否具有政治歧视。除低收入国家外，政治体制变量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反映出不同政

治体制的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包容性，也是我国基于比较优势积极开展同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贸易往来后，产品

出口得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然而，从全部样本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组的计量结果看，政治体制变量与出
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呈显著反向变化关系，这说明随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收

入较高的西方国家，并不希望中国既成为一个老产品的出口大国，又是一个技术不断进步、新产品生产和出
口不断扩大的国家。这种矛盾的心理使得世界主要国家既依赖中国已有的出口产品、满足其国内需求，又加
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防止中国成为技术丰裕的国家，挑战它们已经形成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政治歧视
的两种相反作用将加剧未来我国调整对外贸易良性发展的难度。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构建转型国家的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模型，本文认为数量扩张之所以成为转型国家出口增长的主要

动力，原因在于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降低了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工资，给低生产率的老产品出口企业提供

了无形保护，延长了其退出出口市场的时间。老产品企业出口地位的巩固，减缓了创立新企业、生产新产品
的进程，转型国家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没有集约边际增长的快，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使用1995 －
2009 年中国出口到 123 个国家或地区的 HS － 6 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
首先，农业剩余劳动力比重显著正向影响我国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说明目前我国

以集约边际为主的出口增长方式，与处于转型时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有关。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
转移的逐步完成，我国的出口增长将逐步转变为以扩展边际为主，这也在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实践中得到了证

实。
其次，经济规模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不同。贸易伙伴国的绝对经济规模有助于提升出口的集

约边际，但贸易伙伴国的相对经济规模对出口的扩展边际构成障碍，说明要提高我国出口增长中扩展边际比

重，出口企业应实施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将目光由原先主要盯住经济规模较大的欧美国家等传统市场，转移

到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来。
第三，缩小中国与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固定贸易成本差距，不利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而有利于扩

展边际，这有助于实现尚未出口的新产品成功出口。为降低新产品生产企业的固定出口成本，我国应更加注
重内部的市场化制度改革，寻求高收入贸易伙伴国的对等让步，实现出口增长的稳定发展。
第四，人民币升值对贸易量的影响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实现。汇率贬值只能为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出口企

业提供无形保护，增加出口增长中的集约边际。要实现出口增长以扩展边际为主，在未来人民币继续升值的
预期下，政府应加快完善各种要素的市场合理配置，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以应对外部市场的激烈竞争。
第五，与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签订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对集约边际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扩展边际有排

斥作用，体现了高收入国家在签订一体化协定中具有的保守性和有限性，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我国出口

增长的多样化。与中低收入国家签订的一体化不利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而有利于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
说明我国应注重与收入较低国家保持良好的对外经贸关系，实现一些尚未出口的新产品出口，促进我国的出

口增长由以集约边际为主向以扩展边际为主的成功转变。
第六，外部冲击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负向影响集约边际，说明危机正是酝酿我国出口增

长由集约边际向扩展边际调整的好时机。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技术革命，推动科技的创
新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政府应充分利用危机中蕴含的机遇，扶持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企业生产新产品适
应国外市场的需求，实现出口的稳定发展。
最后，除低收入国家外，政治体制变量显著正向影响我国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反映出不同政治体制的

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包容性，也是我国基于比较优势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以来，产品出口得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

因。然而，中高收入国家的政治体制变量与我国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呈反向变化关系，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
211



快速发展，这些国家并不希望中国既成为一个老产品的出口大国，又是一个技术不断进步、新产品出口不断
增加的国家。这种矛盾的心理将加剧未来我国出口可持续发展的调整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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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ous Firms，Economic Structure and Sustainable Export
Xiang Songlin

(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eterogeneous firms，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ual margin，we find that the reason of
export growth mainly depends on the intensive margin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related to their agricultural surplus labors． Using HS － 6
international trade data from 1995 to 2009，this paper describes that China export growth mainly depends on the intensive margin and
the extensive trade margin is very little．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reason of what happen，we use Tobit model do some empirical
researches，which include dependent variables of restructuring，economic size，trade costs，RMB appreciation，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external shocks，common language and politics ． These variables do not have the same impact on the dual marginal． The
conclusions will not only provide the credible empirical support for export volatilities，but also provide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export．
Key Words: Heterogeneous Firms; Economic Structure; Dual Margin; Export Instability
JEL Classification: F140，F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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